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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近年喜歡用「禮崩樂壞」來形容這個城市的處境，在大多數政治反

對派的論述中，這四個字是用來形容香港的法治受到衝擊，執法部門侵犯人

權、侵害言論自由的事例頻生，甚至是一些不成文的社會規範也消失了1。

親建制人士雖然持相反政治立場，但大概也有類近感覺，感到反對者以至部

分市民的抗爭手段及言辭日趨激烈，不尊重基本的政治、社會秩序以及權

威，甚至聲言「抗爭沒有底線」，令既有的體制難以運作。例如2014年的「雨

傘運動」，參加者佔領鬧市兩個多月，示威者與警察多番發生肢體衝突；又如

2016年的立法會大會持續因「宣誓效忠」儀式而引發混亂，特區政府先以司法

覆核企圖褫奪兩位議員資格，接着全國人大常委以釋法解決事件。

「禮崩樂壞」的感覺，指向一種共識的敗壞，政治規範的穩定無法維持。

雖然香港不習慣使用「公共文化」一詞，但是它大概也與羅爾斯（John Rawls）

一脈的政治自由主義哲學傳統所定義或理解的「公共文化」有關。例如，評論

人陳景輝便曾引用羅爾斯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來批評部分反對派的輿

論違反公民之間平等對待之道，並解釋其與支持基本政治正義原則運作，以

及自由平等價值是相互契合的2。

從羅爾斯以至其他政治自由主義者的公義觀出發，「公共文化」在理論上 

的確有其必要性，這與該理論的雙重目的及特性有關。一方面，政治自由主 

義理論具有規範性，即以特定的原則為基礎的社會，並論證及視之為一個「合

理社會」（decent society/reasonable society），有其「合理性」（reasonableness）；

另一方面，政治自由主義者所界定的規範，又要兼具包容相異的道德價值、

社會理想及宗教信仰，既配合政治自由主義政府的非強制、公民權的原則，

亦適應價值多元共存的世界。因此，對政治自由主義者來說便產生了一個問

題：擁有不同價值、理想及信仰的社群為何要服膺於這套政治自由主義規

範？如何才能在多元的社會裏達致穩定的自由民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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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羅爾斯等政治自由主義者對自己的論證如何充滿信心，在現實中也

不可能認為可以透過理性論證去說服絕大部分人。在政治現實中，要人們接

受「合理社會」的政治原則必須另有原因。對大部分政治自由主義哲學家來

說，只有「公共文化」一途，即大家在各自不同的小社群價值外，共享一套「公

共文化」，蘊含「公共理性」，而且不單認同，也願意共同學習。反過來，從維

持政治自由主義秩序的穩定出發，亦需要「公共文化」，它包括政治修辭、教

育、公共藝術等，透過感知、認知與情感，把大家整合在這套秩序之中。換

一個簡單說法，「公共文化」就是自由民主秩序的黏合劑。雖然羅爾斯沒有對

「公共文化」作細緻複雜的闡述，但不少政治自由主義學者則往這個方向作出

更深入的討論，寫了不少很有啟發性的著作3。

本文將會從香港經驗出發，指出政治自由主義這套關注政治規範穩定性

的論述愈來愈難以描繪及理解當代政治，特別是香港的政治狀況；而且這種

概念與現實的距離，正好能讓我們更好地重新思考「公共文化」為何。同時，

本文引用政治理論家的爭鬥式民主理論來理解香港的政治處境，並在文末討

論制憲權力的想像對我們理解香港政治的重要性。

一　從「公共文化」的適用性談起：香港的經驗

香港雖然回歸中國，成為一個憲制上有相當自主地位的特區，既有自己

的憲法文件《基本法》與司法制度，也有獨立的行政及立法機關；從文化上

說，在更早時期，大約1970年代，漸漸建立起文化、社群及政治認同，衍生

了自己的政治語言、修辭、符號及儀式等等。但是，若用「黏合劑」作比喻，

它黏合出的政治秩序是甚麼，是否可以視為自由民主秩序？香港沒有自己的

香港人近年喜歡用「禮崩樂壞」來形容這個城市的處境。（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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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權，她的行政、立法與司法的「高度自治」是否便等同一個主權地位清

晰的政府？構成政治自由主義觀下的「公共文化」的前提條件，在香港不能說

不存在，但又非不證自明，反而是愈來愈充滿爭議，日益不穩定。

香港具有酷似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機關、司法制度，自上世紀90年代開

始，亦有參與競爭性選舉的政黨政治，以及數量上相當可觀的公民團體，特

別是1990年代的民主派，以至2000年代後的泛民主派。從政治人物朗朗上口

的語言，到主流媒體的用語語調，處處可以感受到政治及文化多元主義的味

道。然而，正如香港學者羅永生所言，這種社會自我想像及對外形象，是上

世紀港英殖民晚期所孕育出來的「虛擬自由主義」，同時，在過渡期至回歸

後，香港以至北京強勢集團繼續維持4：

建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體觀念的政治共同體想像，配合了香港高度

流動的城市經驗。這種想像懸置了文化傳統、民族歸屬和國家認同問

題，將香港這個共同體的自我想像為高度地管理主義化。⋯⋯「虛擬自由

主義」並不意謂是一套實行者並不相信的「虛偽」，而是「半假當真」，畫餅

充飢式的自由主義實踐。它意指那套明知遊戲是假，但仍當作為真的一

種循規蹈矩精神，也包含對遊戲的虛幻性質，周期地施行象徵性和儀式

性破壞的習慣。港式自由主義實踐，不斷仿擬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運

作，終日與海市蜃樓的，作為一種「擬象物」的「半／假自由／民主體制」打

交道。

羅永生的理論出發點及問題意識當然不是政治自由主義，在他眼中的「公

共文化」（特別是香港的公共文化）不是黏合劑，而是一個統識（hegemony）或

文化領導權的過程，涉及的共識是特定歷史時空中權力集團收編及商議的意

識形態產物。因為這種理論眼光，他所辨認出來的「港人身份」，以至環繞着

這個身份的「公共文化」，具有香港殖民及後殖民歷史特性——欠缺及迴避要

求實現自主、自決的主體性。這種欠缺與迴避既與香港的殖民歷史有關，亦

在殖民地晚期中英兩國決定香港政治前途的支配下得以延續。而在他看來，

近年香港發生的激烈政治衝突，可說是「虛擬自由主義」瓦解的過程。

例如，在近年中港兩地的政治爭拗中，北京政府官員以至親北京人士經

常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與主權國家有根本上的差別，甚至有京官說，香港

自治權的多少是由北京政府決定及「給予」的。事實上，北京的人大常委牢牢

掌握着《基本法》的釋法權，凌駕在香港所有法院之上，同時，中央政府亦握

有特別行政長官及司局長的任命權。而行政長官、立法會的選舉制度設計及

變更，亦由中央政府作出多番的界定與控制，例如2014年人大常委的「831決

定」5就是重要例子。因此，香港的憲制地位及性質極為模糊，爭議性日增。

泛民主派政黨仍多以捍衞香港價值制度作為口號，可以視之為對既有自

由民主秩序的堅持。但從反對派內部去看，懸而未決的香港政治地位也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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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他們需要直面的課題。經歷過去十多年的政治衝突，曾經一再迴避的主

體性訴求，近年以「香港二次政治前途問題」出現6。不少民意及政治組織在

原有的「一國兩制」的憲制框架以外，就香港的憲制特性與地位，提出修法、

制憲、自決以至獨立的呼聲，而剛過去的2016年9月立法會選舉，亦出現了

自決派及港獨派候選人高票當選。這個政治範式的轉變，起碼說明新興及 

另類的政治共同體以至「人民主權」的湧現。這些新興起的政治派系甚至自覺

地不自稱為「民主派」或「泛民」，與傳統的反對派保持一定距離，只作策略性

合作。

二　「公共文化」作為黏合劑？

鑒於「虛擬自由主義」的瓦解，以「公共文化」概念作為政治秩序黏合劑的

觀點，愈來愈難用來理解香港的政治狀況。事實上，這個概念存在的問題不

只在於對香港的適用性，更在於它無法處理政治秩序的「不穩定性」，哪怕是

具有穩定的自由民主架構的社會，這種「非常」（extraordinary）的面向也不會消

失。政治理論學者卡利韋斯（Andreas Kalyvas）曾界定此為民主政治的反建制、

反國家主義的大動員狀態，是「人民主權」蘇醒去確認自決及自治的至高權

力，挑戰既有的建制及權力平衡，卻又不是徹底推翻政權的革命時刻7。從

較為經驗主義的觀點看，我們可以承認自由民主秩序有它靜態的一面，但也

絕不能忽略「政治」以至「公共文化」較為動態、衝突的一面。又或者換一個有

點階段論味道的說法，香港並不在一個自由民主憲制穩定的階段，相反是在

不斷重新再議的階段，因此，「公共文化」更難以被視為政治秩序的黏合劑。

從文化研究角度去看政治自由主義觀之下的「公共文化」概念，會感到當

中的「文化」觀過於靜態，類近戰後社會學結構功能論中的社會整合的看法，

「公共文化」的存在只有維繫政治原則及自由民主秩序穩定的意義。它最大的

問題是無法對政治衝突作出描述及解釋，對不同政治衝突的實踐的規範性判

斷也過於保守。即使是出現在歐美民主國家裏的民粹主義，這種概念只能引

導人們視之為破壞或有害於自由民主秩序，而無法看到民粹主義與自由民主

的關係。

相較而言，以慕芙（Chantal Mouffe）為首的後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提出

爭鬥模式（agonistic model）的民主理論，似乎更能描繪香港的政治狀態，或至

少有一些參考價值。慕芙從根本上質疑政治自由主義的政治觀，提出不一樣

的民主理論模式。她指出自由主義者把政治設想成原則、規範與文化整合，

偏離了「政治」（the political）的存有性質。慕芙運用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觀

念，把「政治」的存有性質界定為「敵／友」的矛盾，涉及集體的歸屬與對抗；

而且，扣連及想像的集體往往訴諸「人民」或「人民主權」，其敵人便是政治上

的「人民公敵」。換言之，包涵與排斥總是相生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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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慕芙的角度看，衝突並不是制度框架裏的競爭——而是鬥爭，其根本

在於時刻質疑、衝擊甚至瓦解既有的制度框架的社會制憲原則與想像，甚至

進一步扣連及創發新的原則及想像，形成新的共同體想像，與對手爭逐文化

領導權。對手既是政治敵人，亦是道德敵人，故爭鬥脫離不了道德、情感的

動員。從慕芙等人的角度看，並沒有一個具有中心性而整合的「公共文化」，

「公共」既是一個又一個在政治衝突中的共同體想像，亦是衝突的戰場，而「文

化」是文化領導權佔領與衝擊的過程，當中有強烈的道德及情感成份。用拉克

勞（Ernesto Laclau）的話來說，即為民粹主義理性（populist reason），但他並不

視之為一種特異的民粹主義現象，而認為是所有政治衝突必不可少的元素9。

慕芙與拉克勞等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列寧或毛澤東主義者，也非德國

納粹時期的施米特，他們其實並不全盤否定或要推翻自由民主秩序。慕芙曾

解釋，她要「重構自由民主架構，使它可以包容施米特所指的政治面向」bk。

若用較傳統的政治概念來界定，慕芙的政治立場是「自由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即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內，實現傳統社會主義關注的經濟民主化以

至其他社會關係的改造，把「自由」及「平等」的概念原則擴充詮釋與實踐bl。

慕芙這種激進民主觀比起政治自由主義，更着意描述當今的極端政治現

象。然而，她的理論面對較難克服的規範性問題，即怎樣的鬥爭才是正當

的？因此，面對同樣是激情澎湃的右翼民族主義，該作怎樣的規範性判斷？

如何判別各種「人民性」的訴求？慕芙的規範性判斷不在於「合理社會」的政治

原則或把人黏合到這些政治原則的「公共文化」，而在於政治行動（或可稱之為

「合理的政治行動」）。在回應政治自由主義對「自由」及「平等」原則認同及穩

定性的關注時，她挪用了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對語言的理解，指出

這些政治原則是政治行動的「文法」，嚴格來說，人們並不簡單認同這些原

則，而是不斷運用及重新詮釋這些原則（在行動中宣稱或體現這些原則）來建

構各自的政治認同bm。慕芙把政治自由主義觀下的「公共文化」以及自由民主

秩序的規範性問題，置換成如何建構及建構怎樣的「道德—政治」（ethic-

political）計劃。在她看來，政治是充滿黨派色彩的鬥爭——政治認同以及共

同利益和價值的願景之間的鬥爭。因此，對慕芙來說，政治倫理的問題不是

規範性的，而是如何提出體現「自由」與「平等」價值而又有說服力的計劃。

雖然爭鬥式民主理論並不建基於秩序的規範性判斷，但亦有對秩序的想

像。第一，慕芙想像的民主是多元的，而不是全權或極權主義的；她借用了

政治哲學家勒福爾（Claude Lefort）的區分，指前者預設的權力位置是空洞的，

因此政治行動者一方面進行文化領導權的鬥爭，從個別位置作出普遍性、共

同利益的宣稱，但不會妄圖完全佔據權力位置，嘗試創造一個沒有他者、沒

有對抗的社會；而後者通常是以一黨之力去佔據那個位置，消滅對抗。第

二，合理的政治行動把對抗（antagonism）轉為爭勝（agonism），即由敵／友關

係變成對手，然而這種轉變只是程度上的，是光譜的兩端之間，換言之，與

對手爭勝之中不會完全消除敵意的對抗bn。第三，不同的對手雖分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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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平等」的語彙，但卻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詮釋，在論述上有不同的扣連。第

四，激進民主的想像有別及優於規範性的民主想像，後者關於穩定，前者包

括了把「自由」及「平等」原則激進化的努力，結合各種社會及政治改造的計

劃，而且是一個開放、沒有終結的過程bo。

三　制憲權力的碰撞

慕芙論及的都是歐洲社會的民主政體，用來理解香港的政治會有一定的

距離。她在一篇訪問中也承認激進民主計劃並不涉及破壞或創造、建立體

制，而在於激進化現有的民主體制；在其他民主體制尚未建立起來的社會，

例如極權主義統治的社會，可能更需要破壞與創造，甚至可能是一場革命bp。

然而，像香港這樣的地方——不算是極權主義統治的社會，也不是歐洲（尤其

是西歐）相對穩定的民主政體，那麼，是否需要一場革命？

筆者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目前香港顯然不處於或未屆革命時刻。新出

現的政治力量及範式轉移，仍然離不開香港的半調子自由民主秩序，例如，

無論港獨派還是自決派都積極參與選舉，因此部分吻合慕芙的爭鬥式民主理

論的描繪。我們也可以用政治上的「左」與「右」來勉強界定，例如比較親近社

運公民團體者為「左」，傾向高舉族群甚至種族主義旗幟者是「右」，慕芙設想

的「激進化」並不為左派專利，正如全世界也出現新型或極端右翼政黨及團

體。而香港的特別之處在於，也許因為其民主體制仍在建立中，所以涉及的

不單是慕芙所說的政治共同體及認同的鬥爭，甚至更多地涉及制憲權bq。這

不只是共同體想像、政治認同，而是各種以「人民主權」之名創立、定位、創

制的行動br，它們具有破壞或削弱既有憲制的力量，一種拒絕被憲制所確 

定下來的實踐力量bs，或所謂拒絕被化約或管束在「憲定權力」（constituted 

power）之中。在既有的憲制框架及政治想像中，又要突破既有框架及想像，

這種張力或矛盾，不只是個別政治團體面對的處境，也是整個所謂「亂局」 

之源。

因此，即使我們沿用「公共文化」一詞，也無法停留在政治自由主義的定

義中，因為它不是既有秩序的黏合劑，而是改變秩序根本原則的過程，是政

治群體在憲制以至社會文化領域裏爭取平等地位及權利的抗爭歷程。同時，

它是不同制憲權力想像及實踐之間的衝擊，並挑戰既有憲定權力的過程。例

如，屬於自決派的朱凱迪強調在政治、社會及經濟領域裏發展自決意識及實

踐，而與高舉族群身份、民族主義、反中國殖民旗幟的港獨派（如「青年新政」

及「本土民主前線」）區別開來bt；同時，兩者仍然強調香港政治前途要在《基

本法》框架之外推進。前者強調實踐城鄉社區自主與自治，把香港的社會運動

訴求進一步政治化；後者以族群主義轉換或混和「民主」等價值，在不少中港

議題裏進行「族群統治」（ethnocracy）論述ck。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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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泛民主派更勇於掌握領導權（雖然在現有政治制度中他們暫時絕無可能

取得領導權），而不是做一個永遠的反對派cl。他們的一些象徵性大於實質效

果的舉動，也會引發北京及特區政府統治者重新確立主權的舉動。2016年10月 

因為新任港獨派立法會議員宣誓問題（同樣蘊含香港的憲制地位問題爭議及挑

戰）而引發的議會癱瘓、行政機構強勢干預，亦可視為另一例子cm。

香港的「制憲權力」想像的興起，被親北京政府的學者陳端洪貶之為「制憲

衝動」，認為是「政治塗鴉」cn。撇除其負面意義，這種貶抑一方面點出了香港

政治現象的特點——突破既有框架及「公共文化」的行動；另一方面，也透露

出親北京政府的憲法及政治學者的問題意識：如何重新正當化中國共產黨在

創制、立憲及憲制中的領導權，以及它與人民主權的關係co？如何否定挑戰

其統治的人民主權訴求？換言之，中共及其辯護者要在新時代奪取及確立其

執政黨、領導權的正當性及詮釋權，當中涉及香港（也包括其他周邊地區如 

西藏、新疆、台灣等）的政治挑戰。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理解北京政府

（人大常委）過去多番就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的深層政治含義，它對香港 

行政、司法及立法機關的角色的詮釋，以及與香港政治反對派的爭辯，都包

含了對自身主權的關注，以及否定和貶抑地方的自主、主權訴求的正當性 

和迫切性。因此，香港的政治變局及新問題意識，其實也捲進了一場有關 

中共與人民主權的新詮釋及定位戰之中，香港「制憲權力」的想像亦是一種 

民間回應。

回到「公共文化」的概念，在香港當下這個既非革命，亦非立憲，也難視

為「常規」的政治狀態，追求包容及整合的規範性是否刻舟求劍之舉？而「公共

文化」的想像如果還是可能，似乎只能是黨派性的，必須包含某些共同善治、

德性價值、抗爭能動性cp，甚至要加上「人民主權」的想像，顛覆既予的憲定

權力。而究竟當中的「公共」與「文化」為何，似乎需要重新斟酌。

註釋
1	 近年不少政治爭議都與此有關。例如，過去一年有關立法會選舉便鬧出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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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並不過問。但是，2016年初的新界東地方補選，選舉事務處拒絕為參選人梁

天琦投寄選舉宣傳單張，指宣傳內容中有「自治」、「自決前途」、「自給自主」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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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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